田国强：中国改革的新命题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首先，感谢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将这么大的盛会放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是在2003年，当时由复旦大学主办，规模也很大。当时我说希望我们中国经济学年会今后办得像美国的经济学年会一样隆重盛大，具有影响力。现在年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有一些差距，还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逐年提高年会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其次，感谢众多专家、学者、经济学院院长、系主任对年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使得年会能够代表中国经济学学术研讨的最高水平。最后，非常感谢各位志愿者和财大师生为本届年会成功举办所做的工作。

    我今天大会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改革的新命题，主要谈三个问题，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艰难性，以及下一步的改革。

一、改革的必要性。

（一）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为什么必须改革？这是由内外环境决定的。我非常赞同袁志刚院长刚刚所说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当前，世界格局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所面临的机遇是世界正在从美国的单极霸权向双极、多极转型。在这一世界变局中，中国成为世界关键一极不是愿不愿意当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客观现实和所面临的历史使命，因而我们需要对这一世界发展大势有正确的洞察和把握，需要了解转型的各种可能，所导致的可能后果。如向以美国和中国的两极世界转型，则如何避免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与前苏联两极冷战的重现，如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极世界的转型，如何维护多极下的世界稳定与和平，避免出现像一次世界大战的现象。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崛起，金砖五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谁最有可能成为领导者？中国是最大的可能。但是，我认为中国还没做好准备担任这样的角色。如何平衡好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权利和义务等辩证关系，需要中国肩负起大国、强国的责任和使命。这就需要科教强国！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创新型的人才，包括经济学方面的人才。这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我们都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如果不愿意当世界的领导，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中的话语权。这就是中央高度重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原因。

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宽松的外部环境趋紧。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逐步消失、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强化，对外开放所能够带来的巨大动能已经被大大弱化，以前相对宽松的世界经济环境日益趋紧。

（2） 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对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没有合理地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导致了“三重三轻”的现象——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第一，重政府轻市场。我们的政府非常喜欢用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时不时就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现在还发展到对微观经济也进行调控了！经济政策经常大起大落。这种重政府轻市场的理念极为不可取。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一样，在婴儿时期，家长的抚育、引导、帮助，甚至是干预，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随着孩子逐步长大，这种来自家长的介入就需要逐步减少，让孩子独立和自我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同样需要逐步减少这种来自政府的家长式的干预和约束，理应让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和更多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思想下的指导下中国的发展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重国富轻民富。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增幅一直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增幅。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美国直到1913年成为世界最强大发达国家，才专门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个税起征点提到3500元也正常，最好征税起点再高一些。

第三，重发展轻服务。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政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的转型，政府的作用主要应该是服务和维护。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居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并资源主要运用于经济发展领域而不是公共服务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模式。政府本应将从居民激励收益中抽取的高税收用于提高福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做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居民的福利收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上述这三个深层次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不合理。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过度依赖于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理念。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是强心针，最多只能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并且，用多了不好，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应该借鉴亚当•斯密、熊彼特、哈耶克、科斯、赫维茨等经济学家的思想。

（3） 中国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改革现在处于十字路口，改革开放往前走是市场经济，但是也很可能退回来。之所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十字路口，与当前学术界和思想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有很大关联。

二、改革的艰难性。

改革的艰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理论上的误区、思想上的干扰、改革的艰巨性。

（一）理论上的误区。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于是，一些人将中国改革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政治权力结构，认为已经找到一个相对稳定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发展模式，即一些人所宣称的 “中国模式”。但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所谓模式需要具备相对的稳定性。但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按照胡总书记对和谐社会六大特征的定义，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现在的民主健全了吗？法治完善了吗？公平正义没有改善余地了吗？我看我们的社会离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还差得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做得非常不够。从终极目标来，现在也相差得很远，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非洲国家，不可能无视另外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不一样，必须要有中国的道路，充分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

（二）思想上的干扰。中国发展获得巨大成就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可以用两个字高度概括，一个“开”一个“放”——对内放开的松绑方式改革和对外开放。

    目前，有极左极右两股力量，政府万能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有必要的，这是过渡性的安排。这些误区、误解是缺乏经济学基本训练的结果。

    说到经济学基本训练的重要性，有人说经济学理论完全没有用，约束条件太强。如果30年前有人发表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情有可原，但是现在说就不合适了。市场经济理论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也有其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我是坚定地、忠心地维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我不否认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从而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就像药本身是好的，但如果用的不对，还好的药也会药死人。同理，经济有人说经济理论都是错的，我说不对，经济理论没有错，除非有逻辑错误，是用的人误用了。

    我希望同学们应该处理好相应的关系，成功等于1%的灵感加上99%的努力。思想就是那1%的东西，方向性的东西如果不对，后面99%的努力就会全部白费，当然光是有思想，不努力也不行。

   （三）改革的艰难性。其实改革和变革从中国上下5千年的历史来看，基本上老百姓都是支持的，但是几乎不成功。有人说改革是社会进步，但是为什么难以成功呢？实际上改革是非常残酷的，改革创新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风险的。真正反对改革的很可能是为这个单位作出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具有很大话语权。但是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利益下降而可能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中国的改革需要借鉴中医的思想。中医在病人身体好的时候就注重调理，认为平日的健康调理比治疗疾病更重要。但话说回来，这也是没有办法，治病只是涉及到一个人，但改革涉及许多人而招到反对，大家都在博弈，只有将大家逼到一个死角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就是改革的艰巨性、残酷性，而很难成功。
三、下一步改革

最后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改革，我认为应该从发展驱动力的转变和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出发。

（1） 发展驱动力的转变。从经济发展来说，必须经历三个发展驱动力的转变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使市场产生效率。这还不够，还必须有创新驱动，创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2） 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一，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学是单纯的舶来品，其实，中国传统国学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经济学思想，甚至一些思想还早于西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

第二，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老子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也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家庭的根本之道，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行的正、用的活、管的少。这些国学智慧都蕴藏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注：本文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田国强院长在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世界变局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主题论坛上所作报告。
